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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分析框架、
ＴＦＰ测度与驱动因素

刘晓光　龚斌磊＊

　本文首次尝试构建面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分析框架，
打开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黑箱”，系统重估中国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间
的生产函数变迁，分析各时期的增长源泉并厘清其驱动机制。研究
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量生产函数形式不断变迁，要素质量
和规模经济持续增强，要素无关型和要素嵌入型ＴＦＰ增长分别在前
２０年和后２０年发挥了主要作用，科技创新和基础设施持续发挥积极
作用，国际贸易和产业转型则在不同时期和地区表现差异较大。

　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核算，全要素生产率
ＤＯＩ：１０．１３８２１／ｊ．ｃｎｋｉ．ｃｅｑ．２０２２．０２．１３

一、引　　言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

须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是

首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对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以下简称ＴＦＰ）的要求，可见国家对通过推动ＴＦＰ增长来实现

高质量发展寄予了厚望。然而，关于ＴＦＰ的内部构成及其驱动因素，传统增

长核算却难以提供有足够价值的信息。改革开放４０多年来，中国通过数轮基

础性的改革，在推动经济效率不断提升的同时，也在时空维度上不断重塑中

国的产业结构和投入－－产出关系，中国总量生产函数 （包括各要素的投入产出

弹性和ＴＦＰ内部构成等）都在持续发生基础性的变化。因此，基于新古典增

长理论的传统增长核算面临两方面主要挑战：一是对各投入的产出弹性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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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投入弹性）的过强假设难以准确测度中国各要素的投入－－产出关系在时间

维度上的不断变化和在空间维度上的巨大差异，这种方法下的传统研究使我

们长期忽视了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生产要素质量提升等核心特征事实；另一个

更为重要的缺陷是，传统核算法下的 ＴＦＰ作为残差项，实际上是一个 “黑

箱”，无论对于理解过去高速增长中的发展质量，还是展望未来高质量发展中

的增长，都缺乏统一框架，存在很多有待深入挖掘的信息。

特别地，传统增长核算框架人为地分割了要素投入与生产率对经济增长

的作用，也在初始模型设定上就自动否定了中国经济实现内生增长的可能性。

这不仅忽略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 “干中学”效应、投资中的 “嵌入式”技术

进步等特征事实 （即要素投入和生产率可能存在重叠部分），也忽略了中国经

济发展日益显现的规模经济等具有内生增长特征的基本事实。这就需要创新

增长核算框架，重新系统估算中国的生产函数变迁和ＴＦＰ增长的内在机理。

与西方成熟经济体相比，改革开放４０年中，中国的总量生产函数在持续发生

不容忽视的基础性变化。解决传统增长核算方法的缺陷不单是一个理论问题，

实际上已经成为理解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重大现实问题，特别是由于其无法

合理地评估和识别中国ＴＦＰ的增长来源及其传导机制，导致长期以来促进经

济增长的政策手段单一、推动ＴＦＰ提升的政策工具匮乏。如果孤立地看待要

素投入与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可能在压低要素数量增长贡献的同时

也间接削弱了与要素相关的生产率的改善效应，不仅难以有效实现ＴＦＰ的提

升，反而可能互相叠加导致增速与ＴＦＰ同步下滑。

本文基于内生增长理论，采用变系数模型，构建面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增

长分析框架，进而从改革开放的时空维度考察中国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间的生产函

数变迁，系统重估不同改革时期的增长源泉、ＴＦＰ内部构成及其驱动因素与

机制。特别地，在新增长核算框架下，本文将 ＴＦＰ分解为 “与生产要素相

关”部分 （ｉｎｐｕｔ－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ＴＦＰ，以下简称要素嵌入型ＴＦＰ）和 “与生产要

素无关”部分 （ｉｎｐｕｔ－ｆｒｅｅ　ＴＦＰ，以下简称要素无关型ＴＦＰ），从而克服传统

增长核算的缺陷，打开ＴＦＰ “黑箱”。如图１所示，相比传统增长核算，本文

构建的新增长核算框架不仅能够测算某种驱动因素对经济增长和ＴＦＰ的总体

影响，还能厘清具体的传导机制，识别相关驱动因素通过不同途径对ＴＦＰ和

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从而使相关经济政策更具针对性。其中，新方法识别

出要素质量的改善效应 （即要素嵌入型ＴＦＰ），正是要素投入与生产率的重叠

部分，使我们不再孤立地看待两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实现增长路径的平

稳转换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和政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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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传统增长核算模型与新增长核算模型比较

基于新增长核算框架，利用中国３１个省市区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平衡面板数

据，本文研究发现：第一，伴随不同阶段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国资本产出弹

性呈现上升趋势直至近年来增速趋缓、劳动产出弹性呈现 “Ｕ形”变化趋势、

总产出弹性呈波动上升趋势，说明中国总量生产函数不断发生变迁，特别是

要素质量的提高和规模经济的增强，为２０１９年中央提出的 “超大规模市场优

势”提供了学理支持。第二，从各时期增长核算看，要素投入对中国经济增

长确实产生了强有力的拉动作用，但中国经济增长并非简单的要素数量驱动

型增长模式，要素嵌入型ＴＦＰ增长和要素无关型ＴＦＰ增长均发挥了关键性支

撑作用，特别是资本投入具有明显的 “改革周期波动”特征，并带来了资本

嵌入型ＴＦＰ较快增长。第三，从ＴＦＰ增长来源看，要素嵌入型ＴＦＰ和要素

无关型ＴＦＰ增长贡献大体相当，但在不同时期的贡献差异巨大：前２０年的

改革开放带来了要素无关型 ＴＦＰ的高速增长，对 ＴＦＰ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８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４０％，但它在后２０年中显著回落，ＴＦＰ增

长转变为主要来源于要素嵌入型 ＴＦＰ增长，对 ＴＦＰ增长的贡献率达８０％，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３５％。第四，从ＴＦＰ增长的驱动因素看，科技创新、

基础设施、国际贸易、工业化转型对ＴＦＰ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服

务化转型则对ＴＦＰ增长产生了负向影响。第五，从不同时期看，科技创新

和基础设施对ＴＦＰ增长具有持续且稳定的促进作用，而国际贸易和产业转

型则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差异较大。第六，从不同地区看，经济增长来源及

ＴＦＰ驱动因素存在一定差异，并导致了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面临相应的

短板效应。

相比已有研究，本文的创新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研究视

角方面，首次尝试构建面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分析框架，并从时空的维度

系统考察了中国不同改革时期增长源泉、ＴＦＰ内部构成及其驱动要素，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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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济增长之路提供了新的特征事实；第二，在研究方法方面，不仅通过采

用变系数模型有效地克服了传统增长核算固定弹性系数假设的缺陷，而且通

过将 ＴＦＰ分解为要素嵌入型ＴＦＰ和要素无关型ＴＦＰ，为寻找最优增长路径

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第三，在研究内容方面，基于新构建的新增长核算模

型，测算相关驱动因素对经济增长和ＴＦＰ的总体影响，并识别相关驱动因素

通过不同途径对ＴＦＰ和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为促进ＴＦＰ增长和经济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启示。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构建新增长核算模

型以及介绍基础数据，第四部分汇报和讨论实证结果，第五部分提出政策

建议。

二、文 献 综 述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至２１世纪初，鉴于中国在改革后实现了持续２０多年的

高速增长，相对于多数转型经济体的增长表现非常突出，国际经济学界掀起

了对中国经济增长核算特别是ＴＦＰ测算的高潮。基于传统增长核算，Ｂｏｒｅｎ－
ｓｚ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Ｏｓｔｒｙ （１９９６）研究发现，中国在１９７９—１９９４年间的ＴＦＰ年增长

率为３．８％，较改革开放前显著提高，但他们认为，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看，

真正的潜在生产率增长率要低得多且不可持续，ＴＦＰ的提高可能更多的是水

平效应而非增长效应。Ｙｏｕｎｇ （２００３）在对中国１９７８—１９９８年增长核算分解

后认为，中国ＴＦＰ年均增长率可能仅为１．４％，且主要来源于农业劳动力转

移等带来的劳动力再配置效应，改革带来的生产率改进效应并不突出。系列

研究的总体结论是，中国经济的技术效率改善并不显著，经济增长主要依赖

于要素投入驱动型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稍晚于国际经济学界的讨论，国

内经济学界也从各个维度对中国的ＴＦＰ进行了测算，但由于多是沿用新古典

增长框架，假设产出弹性不变，所得结论与国际经济学界基本一致 （胡永泰，

１９９８；孙琳琳和任若恩，２００５；尹恒和杨龙见，２０１９）。虽然不同研究的具体

测算结果存在差别，但均认为不同时期存在巨大差异，这为在时间维度上采

用变系数生产函数模型进行估计提供了证据。在空间维度上，ＴＦＰ差异对于

理解中国区域经济差异也具有重要意义 （彭国华，２００５；郭庆旺等，２００５；

鲁晓东和连玉君，２０１２），这为空间维度上采用变系数生产函数模型估计提供

了证据。

针对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驱动而不可持续的观点，易纲等
（２００３）较早进行了反驳，指出传统方法下的ＴＦＰ指标难以准确反映中国经

济真实的技术进步。易纲等 （２００３）、林毅夫和张鹏飞 （２００５）等人指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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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技术进步具有 “资本嵌入式”特征，通过技术引进和模仿创新，中国技术

水平不断进步，但这部分支出大都体现在资本存量数据中或者说内嵌于资本

投入的增长中。李杨和殷剑峰 （２００５）、刘晓光和卢锋 （２０１４）等研究表明，

中国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的 “干中学”或 “投资中学”的特征，即对于中国经

济发展来说，不仅新增投资中包含了当时较为先进的技术，而且在进行设备

投资和使用新资本品的过程中实现了人力资本积累和知识溢出效应，这种投

资与技术进步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使得中国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因此，如

果基于传统增长核算，要素的嵌入型ＴＦＰ增长将难以得到很好识别。从另一

个角度对中国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和要素投入依赖观点的重要回应是，程名望

等 （２０１９）基于新经济地理学，在空间计量模型中引入 “市场潜能”，考察区

域间经济增长溢出效应大小及其对中国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通过测算市场

潜能、资本、劳动力和ＴＦＰ对省级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他们发现１９７８年以

来中国创造 “增长奇迹”是高投入增长和高效率增长共同作用的结果，依赖

于 “汗水”与 “灵感”的双轮驱动，且越来越依赖于 “灵感”，从而有力地反

驳了 “克鲁格曼质疑”。虽然引入了空间因素，但该文采用固定弹性生产函

数，基本分析框架仍建立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之上。本文与程名望等 （２０１９）

的研究中的相关概念具有一定的联系和区别，相比该文讨论的 “灵感还是汗

水”，本文利用新增长核算框架，给出的答案是中国经济增长不仅依赖于灵感

与汗水的交替，也依赖于灵感与汗水的交织。

从国际视野来看，全球范围内的ＴＦＰ增速下滑趋势也引起了国际学者的

关注和研究。在许多发达经济体，生产率增长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一直处

于下降趋势，目前已经处于历史最低水平 （Ａｄｌ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Ｃｒａｆｔｓ　ａｎｄ

Ｍｉｌｌｓ，２０２０）。对于一些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资源错配和要素市场摩擦曾导致

较低的ＴＦＰ水平和较大的增长空间 （Ｈｓｉｅｈ　ａｎｄ　Ｋｌｅｎｏｗ，２００９），但随着这方

面的改革进入深水区，所产生的ＴＦＰ增进效应开始递减。在此背景下，本文

尝试打开ＴＦＰ黑箱，更精准地识别ＴＦＰ增长的主要构成及其驱动因素，考察

不同时期各潜在影响因素的作用差异及传导机制，有望为促进新时代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三、新增长核算模型和基础数据

（一）传统生产函数与增长核算法

传统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

ｙｉｔ＝αｉｔ＋β１ｋｉｔ＋β２ｌｉｔ＋εｉ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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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ｙｉｔ 、ｋｉｔ和ｌｉｔ分别是第ｔ期ｉ省的ＧＤＰ、资本存量和就业人数的对数。β１
和β２ 分别是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反映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αｉｔ 是ＴＦＰ
的对数，εｉｔ 是随机扰动项。传统增长核算模型在式 （１）的基础上，构建ＴＦＰ
决定模型：

ＴＦ
�
Ｐｉｔ＝γｉｔ＋τθｉｔ＋ρＴｔ＋εｉｔ， （２）

其中，ＴＦ
�
Ｐｉｔ＝α�ｉｔ是ＴＦＰ的对数，由式 （１）解得。θｉｔ是增长驱动因素的向量，

τ衡量增长驱动因素对ＴＦＰ的边际影响。Ｔｔ 是时间虚拟变量。在此基础上，

传统的增长核算法公式为：

Δｙｉｔ＝ β
�

１Δｋｉｔ
■■ ■

资本数量变动贡献

＋ β
�

２Δｌｉｔ
■■ ■

劳动数量变动贡献

＋ ΔＴＦ
�
Ｐｉｔ
■■ ■

全要素生产率贡献

＋ Δε�ｉｔ
�
残差项贡献

， （３）

其中，经济增长 （Δｙｉｔ）源于投入要素数量的变化 （Δｋｉｔ 和Δｌｉｔ）、全要素生

产率的变化 （ΔＴＦ
�
Ｐｉｔ）和残差项的变化 （Δε�ｉｔ）。再由式 （２）可进一步分解

ΔＴＦ
�
Ｐｉｔ＝Δγ

�
ｉｔ＋τ�Δθｉｔ＋Δε�ｉｔ， 得出经济增长中增长驱动因素的贡献为τ�Δθｉｔ，

贡献率为τ�Δθｉｔ／Δｙｉｔ。

上述传统生产函数与增长核算法的一个重要假设是固定系数，即式 （１）

中产出弹性β１ 和β２不变。然而，这种假设与现实存在一些矛盾。第一，改革

开放４０年以来，中国整体经济的投入产出关系在数轮基础性改革中已经发生

了本质性变化，因此衡量投入产出关系的β１ 和β２可能随时间变化。第二，不

同产业遵循不同的生产函数，因此各地区整体生产函数取决于其产业结构，

体现为β１ 和β２ 存在地区间差异。许多学者在利用省级数据测算生产函数后，

分时间段或区域做异质性分析，往往得出不同时期和不同区域的β１ 和β２存在
差异，这也印证了可变产出弹性的可能性。

在理论上，该假设也存在一些挑战。特别是与内生增长理论相矛盾。在

规模效应不变的假定下，Ｒｏｍｅｒ（１９８６）认为微观层面的生产函数是ｙｊｔ ＝
αｊｔ＋βｋｊｔ＋γｋｔ＋ １－β（ ）ｌｊｔ， 即第ｔ期企业ｊ的产出ｙｊｔ 不但取决于自身的投

入ｋｊｔ 和ｌｊｔ， 还取决于整个产业的资本存量ｋｔ， 从而强调了技术溢出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ｇ”导致投入产出弹性和技术的变化。在此基础上，Ｂａｒｒｏ
（１９９９）通过推导得出，宏观层面的第ｔ期产业或地区ｉ对应的生产函数为

ｙｉｔ＝αｉｔ＋（β＋γ）ｋｉｔ＋ １－β（ ）ｌｉｔ， 由于不同时期和地区技术溢出的大小不同，

导致γ不同，即产出弹性是可变的。因此，有必要放松生产函数中固定系数

假设。

同时，内生增长理论也为生产函数中弹性系数如何变化提供了指引。如

在Ｒｏｍｅｒ（１９８６）构建的模型中，γ是影响弹性系数的核心变量，即实物资本

和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基础设施是影响国内不同地区间人员交流和物质交



第２期 刘晓光、龚斌磊：面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分析框架、ＴＦＰ测度与驱动因素 ６１９　　

换的重要因素，国际贸易则是影响国内外人员交流和物质交换的重要途径。

同时，这种溢出效应在同产业间能够更快地传递，也会随着科研投入提高而

增加，因此产业结构和科技创新也决定了弹性系数的大小。此外，根据诱致

性技术创新理论，要素相对价格差异诱致科技研发方向差异并最终导致发展

路径的区别。基础设施和国际贸易可以显著改变要素相对价格差异，科研投

入和产业结构也决定着技术进步方向。最后，我国数轮基础性改革也可能重

塑整体经济的投入产出关系。综上，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国际贸易、产业

结构和时间均可能影响弹性系数。

（二）变系数生产函数与新增长核算法

本文放松生产函数中固定系数假设，构建了变系数生产函数模型：

ｙｉｔ＝δｉｔ＋β１ｉｔｋｉｔ＋β２ｉｔｌｉｔ＋εｉｔ＝ｈ０θｉｔ（ ）＋ｈ１θｉｔ（ ）ｋｉｔ＋ｈ２θｉｔ（ ）ｌｉｔ＋εｉｔ，

（４）

其中，β１ｉｔ和β２ｉｔ分别是随时间和省份变化的资本和劳动产出弹性，本文利用一
个关于变量θｉｔ 的非参数方程来预测弹性系数，如上文所述，产业结构、科研
创新、基础设施、开放贸易、时间等因素均会影响产出弹性，因此均被视为

变量θｉｔ。 本文遵循Ｇｏｎｇ （２０１８）提出的方法求解式 （４）。

值得注意的是，β１ｉｔ和β２ｉｔ除了是产出弹性之外，也反映了投入要素对产出
的贡献，是衡量投入要素质量变化的指标 （Ｇｏｎｇ，２０２０）。即代表在技术进步

和效率提升的 ＴＦＰ增长中，有一部分体现为生产要素的技术进步和质量提

升。例如，十年前的一台机械设备与最新的机械设备，即使功率一样，其效

率也不同，这是由于机器的技术进步所导致的。当系数β１ 固定时，这种技术
进步只能被包含在索罗余值中。但当我们允许β１ 变化后，模型会将与这种技
术进步相关的变动从索罗余值中转移到可变的β１ｉｔ 中，从而满足估计量的信息

准则。换句话说，资本质量的差异会导致对产出贡献的差异，而这部分变动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将被β１ｉｔ 从索罗余值中吸收过来。综上，本文认为允许β１ｉｔ 和β２ｉｔ
变化将从ＴＦＰ （索罗余值）中分离出与生产要素 （劳动和资本）相关的部分。

因此，式 （４）中的δｉｔ 不再代表ＴＦＰ，而只代表ＴＦＰ中与生产要素无关的部

分，主要反映了未嵌入生产要素的技术进步和制度红利等。更直观地，当式
（４）为真实的数据生成过程，但如果我们利用固定系数生产函数估计出产出

弹性β
�

１ 和β
�

２， 则式 （４）可以写成：

ｙｉｔ＝β
�

１ｋｉｔ＋β
�

２Ｌｉｔ＋（β１ｉｔ－β
�

１）ｋｉｔ＋（β２ｉｔ－β
�

２）ｌｉｔ＋δｉｔ＋εｉｔ. （５）

利用索罗余值得出，式 （１）中 ＴＦＰ 的对数αｉｔ ＝ β１ｉｔ－β
�

１（ ）ｋｉｔ ＋

β２ｉｔ－β
�

２（ ）ｌｉｔ＋δｉｔ， 其中第一部分与资本相关 （资本嵌入型ＴＦＰ），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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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劳动相关 （劳动嵌入型 ＴＦＰ），第三部分与生产要素无关 （要素无关型

ＴＦＰ）。

在变系数生产函数基础上，可以构建新增长核算法：

Δｙｉｔ＝（β１ｉｔ＋β１ｉｔ－１）Δｋｉｔ／２■■ ■
资本数量变动贡献

＋（β２ｉｔ＋β２ｉｔ－１）Δｌｉｔ／２■■ ■
劳动数量变动贡献

＋ ΔＴＦ
�

Ｐｉｔ
■■ ■

全要素生产率贡献

＋ Δε�ｉｔ
�

残差项贡献

，

（６ａ）

其中，

ΔＴＦ
�

Ｐｉｔ＝Δβ１ｉｔ（ｋｉｔ＋ｋｉｔ－１）／２■■ ■
资本嵌入型生产率

＋Δβ２ｉｔ（ｌｉｔ＋ｌｉｔ－１）／２■■ ■
劳动嵌入型生产率

＋ δｉｔ
�
.

要素无关型生产率

（６ｂ）

进一步，构建生产率和投入弹性决定模型：

δｉｔ＝γ０ｉｔ＋τ０θｉｔ＋ρ
０Ｔｔ＋ε０ｉｔ， （７）

βｊｉｔ＝γｊｉｔ＋τｊθｉｔ＋ρｊ　Ｔｔ＋εｊｉｔ，∀ｊ＝１，２， （８）

其中，δｉｔ 和βｊｉｔ 均由式 （４）估计得出。式 （７）和 （８）能够识别各类增长驱

动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的不同途径及边际影响水平。将式 （７）和 （８）带入式
（６），即能测算各增长驱动因素通过各条途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后，通

过公式推导可以得出，式 （２）中的τ≈τ０＋τ１ｋｉｔ＋τ２ｌｉｔ。 这说明传统模型只
能测算增长驱动因素θｉｔ 对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 （τ），而新增长核算模型可以
识别出增长驱动因素θｉｔ对经济增长的多途径影响 （τ０、τ１和τ２）。以科研创新
为例，识别其影响经济增长的各条途经并比较其回报率，进而将有限的科研

经费更多地投入效率最高的途径，能够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三）基础数据与统计描述

本文利用中国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３１个省 （市、区）的平衡面板数据进行模

型估计，核心变量主要包括：（１）产出变量：采用各省实际ＧＤＰ来衡量。为

保证数据的可比性，选用以１９７８年为基期的不变价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

（２）要素投入变量：劳动投入，采用各省总就业人数来衡量。资本存量采用

永续盘存法进行估算。尽管本文仅需要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的资本存量数据，但为

了减少基期资本存量误差的影响，在估算时同样选择了以１９５２年为基期来系

统估算１９５２—２０１７年的各省资本存量。具体估算公式为：Ｋｉｔ＝Ｉｉｔ／Ｐｉｔ＋（１－
δ）Ｋｉｔ－１， 其中，Ｋｉｔ为ｉ省ｔ期的资本存量，Ｉｉｔ为ｉ省ｔ期的固定资产投资，Ｐｉｔ
为ｉ省ｔ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将名义固定资产投资调整为固定基期的
实际固定资产投资，δ为折旧率，遵循单豪杰 （２００８）设定为１０．９６％。（３）临

界变量：产业结构，分别采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
的比重来衡量；科技创新，采用各省发明专利授权数的存量，并用各省实际

ＧＤＰ进行标准化处理来衡量，其中对于发明专利授权数存量的估算，参考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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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献，采用永续盘存法，利用各省历年发明专利授权数，按照１０％的折旧

率计算得到；国际贸易，采用各省贸易总额占ＧＤＰ比重来衡量，作为对外开

放程度的代理变量；基础设施，选取各省公路密度作为代理变量，采用各省

公路里程数 （千米）除以各省国土面积 （平方千米）来衡量。以上变量的原

始数据均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科技部、商务部以及交通运输部等官方数据。

表１报告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具体不再赘述。

表１　核心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单位 （或释义） 观测值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实际ＧＤＰ 亿元 １　２４０　 １　５７４．４５６　 ２　５７７．０６０　 ６．６５０　 ２０　５９１．８６０

资本存量 亿元 １　２４０　 ３　４５９．１７０　 ６　４９０．８１４　 ３．９６０　 ４７　５３１．９００

就业人数 万人 １　２４０　 ２　０３２．２０２　 １　４７７．２０４　 ９３．０３０　 ６　７６６．０００

一产占比 一产ＧＤＰ／ＧＤＰ　 １　２４０　 ０．２１０　 ０．１２６　 ０．００４　 ０．６０６

二产占比 二产ＧＤＰ／ＧＤＰ　 １　２４０　 ０．４３７　 ０．０９９　 ０．１１９　 ０．７７４

三产占比 三产ＧＤＰ／ＧＤＰ　 １　２４０　 ０．３５２　 ０．１０４　 ０．１３０　 ０．８０６

科技创新
发明专利存量／实际

ＧＤＰ　
１　２４０　 １．１２３　 ２．６４３　 ０．０００　 ４１．２２９

国际贸易 贸易总额／ＧＤＰ　 １　２４０　 ０．２５１　 ０．４１　１　 ０．００１　 ３．７２５

基础设施 公路里程／国土面积 １　２４０　 ０．３２４　 ０．２７４　 ０．０１３　 １．９５１

四、模型估计和新增长核算结果分析

（一）变系数生产函数估计

由于本文利用半参数方法估计生产函数，适合利用图形汇报弹性估计结
果。图２描绘了劳动和资本产出弹性随时间的变化趋势。结果显示，１９７８—

２０１７年中国劳动弹性的均值为０．６７，资本弹性的均值为０．３０，与已有文献关
于常弹性的估计结果水平一致。

本文根据高尚全 （２０１８）对改革开放４０年主要阶段的划分和经验总结，
分四个阶段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第Ⅰ阶段 （１９７８—１９９１）：中国的劳动弹性
呈现较快下降趋势，从０．７１１持续下降至０．６６８，资本弹性呈现较快上升趋
势，从０．２０５持续上升至０．２７２；第Ⅱ阶段 （１９９２—２０００）：中国的劳动弹性
呈温和下降趋势，从０．６６３持续下降至０．６４３，资本弹性继续呈现较快上升趋
势，从０．２８１持续上升至０．３２６；第Ⅲ阶段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中国的劳动弹性
开始呈现企稳趋势，从０．６４１企稳回升至０．６４４，资本弹性上升的趋势开始放
缓，从０．３３３温和上升至０．３５８；第ＩＶ阶段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中国的劳动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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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呈现较快回升的趋势，从０．６４６持续上升至０．６７１，资本弹性上升的速度
进一步放缓，从０．３６０缓慢上升至０．３７０。

图２　中国劳动和资本产出弹性变化趋势 （１９７９—２０１７）

结合不同阶段劳动弹性和资本弹性的变化趋势可见，第Ⅰ阶段 （１９７８—

１９９１）和第Ⅱ阶段 （１９９２—２０００），中国生产函数的变化特征主要表现为资本
替代劳动的过程，尤其是第Ⅰ阶段更为明显；但第Ⅲ阶段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和
第ＩＶ阶段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资本替代劳动的过程明显放缓，开始转变为劳动
弹性和资本弹性的双双提升，中国经济开始步入 “规模经济”阶段。图３以
劳动弹性与资本弹性之和为指标，考察中国的 “规模经济”情况。结果发现，

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中国总体产出弹性呈现持续上升的变化趋势，从最初的０．９２持
续上升至２０１７年的１．０４，特别是以２００１年加入 ＷＴＯ为分界点，总产出弹
性上升速度明显加快，说明规模经济效应不断增强，并于２００７年超过１，正
式进入规模报酬递增阶段。随着中国规模经济效应的持续增强，超大规模市
场优势正在发展成为中国一项新的比较优势。

图３　中国经济规模效应变化趋势 （１９７９—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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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估计结果，也为解释收入分配领域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化问题提供了
更为直接的经验证据。由于已有文献往往基于总体经济或分部门生产函数的
固定弹性假设，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解释只能借助于各种间接渠道，形成
了各种分散性的解释。本文基于时变弹性的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劳动收入分
配的变化趋势与劳动生产弹性的变化趋势高度一致，这说明中国生产函数变
迁或者更具体地说是劳动要素投入与产出关系的变化，是导致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以及近十年来企稳回升的基础性驱动力量，从而
将已有研究统一到生产函数变迁的基本框架中。

从新增长核算 （详见式 （６））的角度看，要素弹性的变化可以推导出要
素嵌入型ＴＦＰ增长，用以衡量要素质量的提升。以资本为例，图４将投资拉
动分为数量驱动和质量驱动，描绘了资本数量和资本嵌入型ＴＦＰ随时间的变
化趋势。结果显示，资本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持续有力的拉动，但具
有明显的 “改革周期波动”特征，并带来了资本要素嵌入型 ＴＦＰ的较快增
长。４０年来，每轮基础性的改革开放都会带来投资数量增长拉动作用的增强
以及投资嵌入型ＴＦＰ的高速增长，而后随着改革动力的减弱而逐渐放缓。近
１０年来，中国投资数量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减弱，但资本嵌入型ＴＦＰ增长以

２０１３年为分界点经历了先同步回落后企稳回升的态势，这说明２０１３年以来的
改革开放开始逐渐发挥积极作用，虽然近几年要素数量的增长贡献迅速回落，
但要素质量的增长贡献有所上升，反映了近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投资结
构的优化和增长动力的转换，体现了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但总体来看，资本
增长的贡献处于历史较低水平。

图４　资本数量和资本质量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变化趋势

图５将经济增长分解为要素数量、要素嵌入型ＴＦＰ和要素无关型ＴＦＰ三
部分的贡献，得到以下三个结论。第一，要素数量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强
有力的拉动作用，要素嵌入型ＴＦＰ增长和要素无关型ＴＦＰ增长也发挥了巨大
支撑作用。在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间，要素数量、要素嵌入型ＴＦＰ和要素无关型

ＴＦＰ三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５３％、２２％和２５％。这蕴含了两层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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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一是将要素嵌入型ＴＦＰ和要素无关型ＴＦＰ贡献相加，可得总体ＴＦＰ的
增长贡献率为４７％，说明中国经济增长中有近一半来自ＴＦＰ的改善，中国经
济并非数量型粗放式增长；二是将要素嵌入型ＴＦＰ和要素数量的贡献相加，

可得与要素投入相关的总体增长贡献率为７５％，说明中国经济增长还离不开
要素投入的快速增长，否则可能面临较大的经济失速风险。

图５　要素数量、要素嵌入型ＴＦＰ和要素无关型ＴＦＰ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变化趋势

第二，中国ＴＦＰ增长在不同时期的主要来源不同。总的来说，要素无关
型ＴＦＰ和要素嵌入型ＴＦＰ分别在前２０年和后２０年对中国ＴＦＰ改善和经济
增长发挥了关键性支撑作用。具体来看，第Ｉ轮和第ＩＩ轮的改革带来了要素
无关型ＴＦＰ的高速增长，对ＴＦＰ增长的贡献率平均达到８０％，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平均达到４０％；但是，在第ＩＩＩ轮和第ＩＶ轮，要素无关型ＴＦＰ增速
显著回落，ＴＦＰ增长改为主要来源于要素嵌入型ＴＦＰ增长，对ＴＦＰ增长的
贡献率达到８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３５％。值得注意的是，要素无关
型ＴＦＰ也具有明显的改革周期特征。

第三，从近期的变化情况看，尽管要素无关型ＴＦＰ增长开始企稳回升，
反映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积极作用开始显化，但要素数量的增长拉动作用和
要素嵌入型ＴＦＰ的改善效应持续减弱，导致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背后原
因可能有很多，但其中一个原因在于，由于孤立地看待要素投入和生产率的
增长贡献而忽略了两者的重叠部分，导致一段时期以来部分试图扭转要素依
赖型发展方式的政策举措，不仅未能有效实现ＴＦＰ的提升，反而在降低要素
数量增长的同时也间接削弱了要素相关型ＴＦＰ改善，导致经济增速持续下滑。

以上分析表明，为实现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既有
必要性，又有紧迫性。从ＴＦＰ增长来源看，当前面临 “要素无关型ＴＦＰ增速
处于历史较低水平、要素嵌入型ＴＦＰ增速又随着要素投入持续下滑而显著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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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的双重困局。因此，未来深化改革开放的着力点在于：要么启动新一轮
具有１９７８年和１９９２年深度或广度的基础性改革，以促进要素无关型ＴＦＰ增
速恢复至前２０年的中高速水平；要么找到具有２００１年加入 ＷＴＯ深度或广度
的新开放发展机遇，以保持要素投入高质量增长的方式，实现如后２０年要素
嵌入型ＴＦＰ的较快增长。从改革动力学的角度看，历次深刻的改革开放总是
发生在要素数量增长跌入谷底之际才得以全面启动，未来需要建立一套激励相
容的改革动力机制，能够主动扩大改革开放，从而引领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此基础上，图６进行了地区维度的比较分析。从分省层面看，各地区
生产函数与全国总体一致，但具体仍存在两方面的细微差别：一方面，从生
产函数的形式来看，如左图所示，相比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东部发达地区的
劳动弹性较小、资本弹性较大、总弹性较大，表明资本替代劳动的程度较高，

同时 “规模经济”较强，反映了开放条件下融入国际市场的程度更高带来的
规模效应。另一方面，从增长来源来看，如右图所示，相比中部地区，西部
地区要素嵌入型 ＴＦＰ增长率较低，东北地区要素数量型增长和要素无关型

ＴＦＰ增长率均较低，而东部沿海地区要素数量型增长和要素无关型ＴＦＰ增长
率均较高，反映了各地区的增长来源差异和短板效应不同。以上跨地区差异
与中国总体结果的跨时空差异具有内在一致性。我们认为，之所以产生地区
层面的短板效应，与当地贸易情况、产业结构等特质有关。后文还将结合增
长核算结果作进一步阐述。

图６　不同地区的生产函数估计和增长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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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增长源泉估计

表２利用新增长核算方法对要素投入和非要素投入增长贡献进行测算，
并与传统增长核算方法进行比较。在传统增长核算下，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分
别拉动ＧＤＰ增长１．２７和４．１２个百分点，ＴＦＰ拉动经济增长４．８７个百分点，
要素投入的增长贡献略高于ＴＦＰ增长贡献。在新增长核算下，劳动力和资本
数量分别拉动ＧＤＰ增长１．３２和３．９５个百分点，ＴＦＰ拉动经济增长４．９９个
百分点。由此可见，两种模型就 “要素数量—ＴＦＰ”二分法中的贡献比例得
出稳健结论，但新模型可以进一步分解ＴＦＰ，从而实现 “要素数量—要素质
量 （要素嵌入型ＴＦＰ）—要素无关型ＴＦＰ”三分法的核算体系。

但是相比传统方法，利用新增长核算方法可以深入考察ＴＦＰ增长的来源
和驱动因素：首先，从ＴＦＰ增长来源中，要素投入质量的提高拉动ＴＦＰ增长

２．２６个百分点，要素无关型 ＴＦＰ拉动 ＴＦＰ增长２．７３个百分点。其次，从

ＴＦＰ增长的驱动因素来看，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国际贸易以及从第一产业
向第二产业的 “工业化转型”都对ＴＦＰ增长具有正向影响，但是从第二产业
向第三产业的 “服务化转型”则对ＴＦＰ增长产生了负向影响。以上结果反映
了中国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４０年间的总体情况，而由于在不同时期特别是在不同
的改革阶段，中国的生产函数及ＴＦＰ的驱动因素在不断发生变化，各时期增
长来源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因此，需要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不
同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

　表２　传统增长核算与新增长核算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来源对比 （１９７８—２０１７） 单位：％

增长源泉

传统增长核算 新增长核算

合计 合计 发明专利 国际贸易 基础设施

产业转型

从一产

到二产

从二产

到三产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Ａ．投入数量 ５．３９　 ５．２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劳动力 １．２７　 １．３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资本 ４．１２　 ３．９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Ｂ．全要素生产率 ４．８７　 ４．９９　 ０．２８　 ０．１０　 ０．１５　 ０．３２ －０．３４

　１．要素嵌入型 — ２．２６ －０．０８　 ０．０７　 ０．１５　 ０．１１ －０．０１

　 （１）劳动力 — －０．７３ －０．２１　 ０．０４　 ０ －０．２１　 ０．２７

　 （２）资本 — ２．９９　 ０．１３　 ０．０３　 ０．１５　 ０．３２ －０．２８

　２．要素无关型 — ２．７３　 ０．３６　 ０．０３　 ０　 ０．２１ －０．３３

ＧＤＰ增速 １０．２６　 １０．２６　 ０．２８　 ０．１０　 ０．１５　 ０．３２ －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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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３报告了分不同时期增长核算结果。结果表明，近４０年来，劳动增长

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总体呈现下滑的趋势，资本对增长的拉动则呈现先上升后

下降的变化趋势，ＴＦ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呈现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但出

现峰值 （拐点）的时间较早。具体来看：第Ⅰ阶段 （１９８０—１９９１）：中国ＧＤＰ
增长率平均为９．０５％，其中，劳动投入拉动ＧＤＰ增长２．０个百分点，资本拉

动ＧＤＰ增长２．６５个百分点，ＴＦＰ拉动ＧＤＰ增长４．４１个百分点。第一阶段

的改革开放不仅释放了劳动、投资要素投入的快速增长，也通过提高要素质

量和配置效率推动了ＴＦＰ的快速增长。第Ⅱ阶段 （１９９２—２００１）：中国ＧＤＰ
增长率平均为１１．３７％，其中，劳动投入拉动ＧＤＰ增长０．３４个百分点，较第

Ⅰ阶段明显放缓；资本拉动ＧＤＰ增长４．１９个百分点，较第Ⅰ阶段明显加快；

ＴＦＰ拉动ＧＤＰ增长６．８４个百分点，较第Ⅰ阶段明显加快。第Ⅱ阶段的改革

开放，使得高投资和ＴＦＰ提升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第Ⅲ阶段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８）：中国 ＧＤＰ增长率平均为１２．１３％，其中，劳动投入拉动 ＧＤＰ增长

１．６个百分点，低于第Ⅰ阶段，但较第Ⅱ阶段明显提升；资本拉动ＧＤＰ增长

５．０３个百分点，较第Ⅱ阶段继续加快；ＴＦＰ拉动 ＧＤＰ增长５．５个百分点，

较第Ⅱ阶段回落，但高于第Ⅰ阶段。第ＩＶ阶段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中国ＧＤＰ增

长率平均为９．１８％，其中，劳动投入拉动ＧＤＰ增长１．２９个百分点，资本拉

动ＧＤＰ增长４．５８个百分点，ＴＦＰ拉动ＧＤＰ增长３．３１个百分点，均较第Ⅲ阶

段出现回落。第ＩＶ阶段又可以分为两个小阶段：（１）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投资拉

动ＧＤＰ增长５．４７个百分点，达到历史峰值，反映了 “４万亿”刺激计划下投

资驱动的增长模式达到顶峰，但 ＴＦＰ增速也从上阶段的５．５％显著下降至

３．７％，创历史新低，反映了投资质量和要素配置效率的下降；（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投资拉动ＧＤＰ增长３．８７个百分点，较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明显放缓，既反映

了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衰减，也与这段时期中国开始有意地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有关，同时劳动红利进一步下降，拉动ＧＤＰ增长０．８３个百分点，ＴＦＰ增

长拉动ＧＤＰ增长２．９９个百分点，为改革开放以来的较低水平，中国经济开

始转向中高速增长。以上四个阶段的经济增长表现差异，主要源于不同阶段

的改革重点和政策差异。

从ＴＦＰ增长的驱动因素来看，科技创新和基础设施在各时期都对ＴＦＰ增

长具有显著且稳定的正向影响，平均拉动ＴＦＰ增长０．２８和０．１５个百分点。

相比之下，国际贸易和产业转型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差异较大：（１）在２００１年

中国加入 ＷＴＯ后，国际贸易的贡献明显提高，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平均达到０．６６
个百分点，但是在２００９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开始由正转负；（２）在产业转型

中，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型带来的工业化红利主要在第Ⅰ阶段和第Ⅲ阶



６２８　　 经 济 学 （季 刊） 第２２卷

段较为明显，分别达到０．５３和１．１个百分点，但进入第ＩＶ阶段以来已经明

显减弱；同时，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服务化转型的负向影响呈现先缩小

后扩大的变化趋势，第ＩＶ阶段负向拉动０．６５个百分点，尤其２０１３年以来，

负向拉动０．８８个百分点。总体来看，改革开放４０年来，随着劳动人口红利、

全球化红利、工业化红利的相继衰竭，传统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反而成

为近期拖累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中国经济迫切需要通过新一轮基础性

的改革，来提高要素投入的质量和要素配置的效率，以进一步推动 ＴＦＰ增

长，延缓中国经济增速的持续放缓趋势。基于本研究结果，可选择的政策工

具包括大力促进科技创新、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新一轮对外开放和新型

工业化。

表３　新增长核算下不同改革时期的中国经济增长来源 单位：％

不同时期
ＧＤＰ

增速

劳动

贡献

资本

贡献

（１） （２） （３）

生产率

贡献

（４）

各生产率驱动因素贡献

发明

专利

国际

贸易

基础

设施

产业转型

从一

产到

二产

从二

产到

三产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９８０—２０１７　 １０．２６　 １．３２　 ３．９５　 ４．９９　 ０．２８　 ０．１０　 ０．１５　 ０．３２ －０．３４

　１９８０—１９９１　 ９．０５　 ２．００　 ２．６５　 ４．４１　 ０．５３　 ０．４０　 ０．０７　 ０．５３ －０．３９

　１９９２—２００１　 １１．３７　 ０．３４　 ４．１９　 ６．８４　 ０．１８　 ０．０５　 ０．２５ －０．０７ －０．３４

　２００２—２００８　 １２．１３　 １．６０　 ５．０３　 ５．５０　 ０．２０　 ０．６６　 ０．１６　 １．１０　 ０．１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　 ９．１８　 １．２９　 ４．５８　 ３．３１　 ０．２４ －０．６７　 ０．１４　 ０．１９ －０．６５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１１．０５　 １．８７　 ５．４７　 ３．７１　 ０．２７ －０．７２　 ０．１６　 ０．１６ －０．３６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７．６９　 ０．８３　 ３．８７　 ２．９９　 ０．２１ －０．６３　 ０．１３　 ０．２３ －０．８８

在总体分析的基础上，表４进一步汇报了不同地区的增长核算结果。结

果显示，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及其驱动因素在与全国基本一致的基础

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首先，从增长来源看，相比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

的劳动力、资本和 ＴＦＰ增长的拉动力都更强，因此总体经济增速也相对更

高；其次，从驱动因素来看，科技创新对各地区的促进作用一致，但东部地

区国际贸易、基础设施、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具体来

看，国际贸易拉动东部地区增长０．１５个百分点，是中西部地区的２—３倍，

这反映了东部地区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国际贸易发展水平较高 （样本期内，

东部地区进出口总额占ＧＤＰ比重均值达５２．１％，而中部、西部地区则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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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８．１％）；基础设施拉动东部地区增长０．１７个百分点，是中西部地区

的１．３—１．４倍，这反映了东部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

（样本期内，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公路密度分别为０．４９５、０．２７５、０．１６２）；

工业化转型拉动东部地区增长０．４９个百分点，效应是中西部地区的７倍，不

过东部地区从二产向三产转型的负向拉动效应也更强，约为中西部地区的１．３
倍，但总体而言，产业转型对东部地区的增长效应远高于中西部地区，这可

能是由于东部地区的细分产业结构与中西部地区存在差异，例如东部地区以

市场开放和竞争程度更高的轻工业主导。此外，在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也存

在细微差异，集中表现为西部地区的要素投入增长拉动效应较弱，而中部地

区的ＴＦＰ增长拉动效应较弱，这可能与中部地区劳动力要素较为密集的禀赋

结构有关，同时这有利于资本要素的积累，但也很容易形成粗放式发展模式。

由此来看，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中部地区仍有较大空间深化改革开放和制定合

意的增长政策。

表４　新增长核算下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来源 单位：％

不同区域
ＧＤＰ

增速

劳动

贡献

资本

贡献

（１） （２） （３）

生产率

贡献

（４）

各生产率驱动因素贡献

发明

专利

国际

贸易

基础

设施

产业转型

从一

产到

二产

从二

产到

三产

（５） （６） （７） （８） （９）

全国 １０．２６　 １．３２　 ３．９５　 ４．９９　 ０．２８　 ０．１０　 ０．１５　 ０．３２ －０．３４

西部 ９．８６　 １．１２　 ３．６５　 ５．０３　 ０．２７　 ０．０７　 ０．１２　 ０．０７ －０．２８

中部 ９．７５　 １．３２　 ３．７１　 ４．７３　 ０．２７　 ０．０５　 ０．１３　 ０．０７ －０．３０

东部 １０．６１　 １．３４　 ４．２０　 ５．０７　 ０．２８　 ０．１５　 ０．１７　 ０．４９ －０．３８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针对中国改革开放４０年来经济增长的动态变化，本文构建新增长核算框

架，为理解中国经济增长之路提供了新的视角。结果显示，过去４０年间中国

劳动弹性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 “Ｕ形”变化趋势，而资本弹性和总产出弹性

则持续上升，说明中国生产函数在不断变迁且要素质量增强和规模经济的特

点得到印证。通过打开ＴＦＰ黑箱，本文发现，中国经济并非简单的要素数量

驱动型增长，改革开启之初的要素无关型ＴＦＰ的大幅改善与随后的要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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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带动的要素嵌入型ＴＦＰ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同样重要，两类ＴＦＰ分别

在改革开放前半程与后半程发挥了主要作用。基于本文现有发现，我们提出

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加快开启新一轮全方位基础性改革，解决中国经济面

临的深层次结构性与体制性问题。基础性、全局性的改革开放不仅是中国要

素无关型ＴＦＰ增长的根本保障，同时也是中国要素投入以及要素嵌入型ＴＦＰ
增长 “改革周期波动”特征的内在要求。第二，正确认识中国技术进步的阶

段性特征，克服 “投资恐惧症”，通过稳定高质量投资促进要素嵌入型 ＴＦＰ
增长。第三，加大研发创新和基建投资补短板力度，促进ＴＦＰ增速提升。第

四，推动更高质量和更大空间范围的对外开放，促进ＴＦＰ提升和发挥规模经

济。目前对外开放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东部地区，其对中西部地区的贡献

相对较弱。未来一方面需要推动更高质量的对外开放，另一方面需要在空间

范围上扩大对外开放，使各地区共享开放发展的红利。第五，客观认识中国

经济的服务化转型，在制定产业发展目标时要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避免

盲目追求服务业占比甚至动用行政力量过早地 “去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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